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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通形态认知与设计的思维逻辑，对建立科学的知识框

架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以城市形态学和城市设计两个领域的

知识体系建构逻辑为切入点，总结两者之间可供比较的共性特

征；在此基础上，从模式认知、模式操作、联系现实三个方

面出发，分别阐释形态认知与形态设计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并从专业协同、历时演变和层级转换三个角度，分别提出具有

贯通性的思维路径。该路径初步建立了城市形态学理论与设计

实践的联动式结合，尝试为城市设计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互动

提供稳固且科学的基础。

Abstract: The thinking logic of connecting morphological cognition 
and design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amework.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logic of knowledge system of urban morphology and 
urban design, then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for comparison 
are summarized. On this basis, from three aspects of pattern 
recognition, pattern operation, and linkage to reality, the differences 
of thinking logic between morphological cognition and form design 
are explain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time evolution and hierarchy transformation, three 
kinds of coherent thinking approaches are put forward. These 
approaches initially establish the linkage combination of urban 
morphology theory and design practices, also provide a solid and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design and other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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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认知与形态设计分别是城市形态学与城市设计的核心

工作，它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相互影响并演进。城市形态学方法为

城市设计提供知识前提，城市设计为城市形态学提供实践问题和 

素材 [1-2]。尽管因为具有相同的关注对象而时常被联系起来，但是由

于学科背景和工作目标不同，两者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仍然存在一

定的间隙 [3]，相互协作存在阻碍。此外，城市形态学时常被否定，

认为无法直接指导实践；城市设计也时常被质疑，认为缺乏实证研

究 [4]。这些矛盾和误解实际上是由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比较两个

领域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有助于理解共识和分歧的内在成因，对

融通知识体系和建立科学思维具有基础性意义。

1  城市形态学与城市设计的知识体系建构逻辑

1.1  城市形态学
城市形态学主要研究城市形态结构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

律，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奠定了其稳固且系统的知识体系。以康泽恩

（Conzen）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地理（Historico-geographical）学派在建

立之初便明确地将城镇景观看作城镇平面格局（town plan，包括街道、

地块、建筑基底）、建筑肌理（building fabric）和土地与建筑利用（land 

and buildings utilization）的综合反映，并构建了地块循环（burgage 

cycle）、形态区域（morphological region）和边缘带（fringe belt）等

概念和方法体系 [5]。多年来，经过该学派的沿用和改进 [6-7]，这些

方法不断在实证分析中得到验证。过程类型（Process Typological）

学派的理论发展主要植根于意大利建筑师穆拉托里（Muratori）

的工作，建筑师和城市学家卡吉尼亚和马费伊（Caniggia &  

Maffei）对这一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 [8]。该学派共性的认

知基于一个抽象的集合或模式，而该集合 / 模式又由层次结构的组

件——元素、元素的结构、结构的系统和系统的有机体构成。空间

句法代表了组构（Configurational）学派，该学派以认知空间结构与

社会逻辑的关系为目的，创造了一系列数理模型，以揭示社会信息

和内涵如何隐藏在空间模式中。例如希利尔（Hillier）从街道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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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的对偶表示法发展出了空间句法 [9-10]，后来又发展出

线段角度图 [11]、连续线图 [12]、命名道路图 [13]、转向距离图 [14]

等方法。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tical）学派以巴蒂（Batty）

及其所在的伦敦大学学院高级空间分析中心的工作为代

表，该学派将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动态认知为复杂、突发的现

象，其中全球结构由局部过程发展而来。该学派还发展了

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和代理模型（Agent Based 

Model）等一系列方法和模型 [15-16]。总的来说，城市形态学

的理论派系发展明确，且不断有学者对其知识框架进行归纳

总结，如穆东（Moudon）[17]、高蒂尔和吉利兰（Gauthier & 

Gilliland）[18]、克罗普夫（Kropf）[19]、怀特汉德等（Whitehand 

et al.）[20]、奥利维拉（Oliveira）等 [21-22]、希尔（Scheer）[23]，

试图建立一个可供各学派参照的平台。

1.2  城市设计
相较城市形态学，城市设计的理论体系更加复杂多样。

在价值、技术和管理的多维推动下，城市设计工作的发展也

逐渐多元化，范式不断变革，作用和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形

态设计”的范畴 [24]。总的来看，传统、现代主义、绿色和系

统四种城市设计范式的更迭，目前已成为一种基本共识 [25-26]。

在传统城市设计中，建筑学意义上的有序美学是最重要的价

值取向，西特（Sitte）、卡伦（Cullen）和芦原义信等学者在

塑造城市空间艺术和美学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主

义城市设计除关注美学价值外更关注经济和技术，最有代

表性的是早期的柯布西耶（Corbusier）、培根（Bacon），以

及后期更关注人文体验的林奇（Linch）、罗（Rowe）等。绿

色城市设计力图在现代城市规划体系中贯彻整体优先和生

态优先的准则，关注城市的可持续性和韧性，例如霍华德

（Howard）、佩里（Perry）等致力于改善社区环境品质，麦

克哈格（McHarg）则力图在更大尺度上创造一个人工环境

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 [27]。在系

统城市设计中，城市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人文、历史、工

程等诸多系统的平衡与共进中，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以

系统认知深层和复杂的城市形态作用机制并作出科学预测，

这类城市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Alexander）、马丁

（Martin）和马奇（March），希利尔和巴蒂也被认为是这一

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近年来王建国所倡导的人机互动的数字

化城市设计 [28] 也是此类典型。

1.3  建构逻辑的比较基础
城市形态学与城市设计的知识建构逻辑存在一定的共

性（表 1）。第一，两者都是从某一前提设定开始。城市形

态学将认识世界的方式作为假设前提，而城市设计将反对

或建立某种价值观念作为前提。第二，模式认知（pattern 

recognition）是两个领域必不可少的工作 [23,29]。它是对复杂

知识的抽象工作，通过某种学术视角的抓取和过滤，最终整

合成便于理解和交流的图示和语言。第三，两个领域均涉及

模式操作，这是处于抽象状态下的工作，可以捕捉历史演进

中的内在规律，判断和干预未来发展趋势。第四，联系现实

是由抽象回归具象的工作，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现实

问题将得到综合考量，为理论研究赋予现实意义，这也是两

个领域的最终目的。

城市形态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根本目的是对城市本

身进行持续性的认知工作。认知会因技术工具的发展而更加

准确和精细，反之，认知的逐步深入也会推动技术工具的进

步。城市设计则紧扣城市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学者根据经验

判断或科学分析提出某种“好（或坏）”的价值理念，并从

专业视角、通过专业语言进行解读与诠释，进而创造出新的

形态模式，最终转化为可以对接规划管理的实操手段。因此

相比之下，推动城市形态学和城市设计两门学科知识发展的

动力是不同的，前者靠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后者则靠外部

实践需求的牵引，尽管技术工具是两个领域发展的共同保障。

对于城市形态认知与设计在模式认知、模式操作、联系

现实三个方面的差异，下文将展开详细论述和比较。

表 1  城市形态学与城市设计知识体系建构逻辑比较

比较 城市形态学 城市设计

前提设定 建立形态认知的假设前提 基于学者们的经验判断或科学分析，提出好（或坏）的价值导向

模式认知
通过相应的描述和分析方法（图示或数学模型）对复杂建成环境进行信息

提取，概括整体特征

界定相关概念或者建构图示语言，有目的地对城市环境（建成形态或

方案）进行信息提取

模式操作
研究不同年代或地区实际存在（或存在过）的城市样本，通过比较与分类

明确模式特征

通过解读样本获得启示，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期，展开模式创新

联系现实

通过与非形态因素（社会、经济、政治）的关联性分析，验证方法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探寻成因机制；

对形态的品质作出价值判断（非必要）

提出形态设计的原则、方法或方案；

衔接城市规划、管理和运营的各环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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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形态认知的一般途径和特征

2.1  模式认知：客观物质视角
模式认知是认识世界与发展知识的重要手段，识别、比

较和明确发生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相似模式是城市形态认知

的主要目标之一 [30]。英国历史地理学派的认知模式像一个

“七巧板”玩具，不同时期形态特征的形态区域如同一个个

不同形状、颜色的面板，严丝合缝地拼接于平面用地上。由

于地理学一般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出发，街道、地块和建筑仅

作为微观的识别依据，因此形态区域是该方法要最终捕捉的

对象。如果将形态区域看作一种“面域”图形，那么它们相

互组合的逻辑关系就可以视作“面域结构”（图 1）。过程类

型学派对城市形态的认知建立在多个“局部—整体”关系相

关联的层级逻辑基础之上，关注焦点不限于一个层级。与历

史地理学派的面域结构不同，过程类型学派更注重人们的行

为活动方式，“面”内部还包含“实”与“虚”的空间对比，

因此用“模块”来形容该学派所认知的“面”更加贴切，即

带有一定质感、可以自由组装，逻辑关系是模块结构与层级

结构的结合（图 2）。组构学派寻求对聚落空间结构的理解，

认为全局结构是通过局部过程产生的，其概念和分析方法几

乎完全集中在虚空结构——聚落之间的街道空间上，关注对

象是人们赖以活动的公共空间网络，并用“线”抽象要素之

间的拓扑关系（图 3）。空间分析学派基于数学思维，通过

数据模型理解城市。但模型的建立与模拟并不是为了提供准

确的描述或预测，而是从此过程中剥离出最根本的要素，从

而揭示城市发展的机制。其中，数据信息落位于用地平面上

的“面”与“点”，但是其图示逻辑具有多种类型，除了稳

定的面域结构，还有簇群（aggregate cluster）、矩阵（matrix）

和分形（fractal）等具有动态性和模糊性的逻辑类型（图 4）。
可以看出，不同理论体系对世界的认知假设不同，因而呈现

出的城市认知模式的差异也较大 [23]（图 5）。但是，城市形

态学理论在认知形态的视角上有一个明确的共性——客观提

取形态因素，排斥非形态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城市形态学

者在介入形态研究之初是不掺杂任何主观价值导向的，仅关

注形态存在的客观物质状态。

图 3  组构学派的轴线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4  空间分析学派的数学模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a 簇群 b 分形 c 矩阵

图 1  历史地理学派的形态区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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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过程类型学派的图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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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式操作：多维度的模式比较
横向比较不同地域之间的形态以区分明确特征是形态

认知中较为常见的手段，如怀特汉德等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

对中西方城市形态的比较 [20]，以及马歇尔（Marshall）对不

同城市街道的构型模式比较 [31]。同一地域纵向的时间比较

也是形态的重要认知维度（图 6）。在横向纵向比较的基础

上，形态学家还识别了循环模式，并以此发展了演变的理论。

他们通过对同一地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进行抽象概括，

寻找隐藏在变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并以演变的视

角分析建成形态。各学派根据各自的研究背景和目的构建

了不同的概念和方法，例如：历史地理学派的“地块循环”

和“边缘带”概念是动态视角下对城市微观与宏观结构的

认识，前者指从产权内剩余空地被不断填充开始，到地块

内建筑被整体清理再重新开发这一过程，后者指伴随城市

发展衰落期形成的连续开阔地（以绿地为主，住宅与路网

稀少）（图 7）。再如：过程类型学派的卡吉尼亚和马费伊将

佛罗伦萨某一地区的形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建筑沿单

线街道的自由生长时期；建筑结合逐渐网络化的街道进一

步巩固和生长阶段；在有力的规划干预下，城市肌理趋于

完整并步入成熟期 [8]（图 8）。

图 5  四种城市形态学方法的认知模式

图 6  城市形态学认知样本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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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联系现实：与非形态因素的关联
建立物质形态与非形态要素的关联是城市形态学方法的

主要任务之一。形态学者认为，从物质形态中观察到的模式

和变化规律都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往往与历史事实、土地利用、

人口转移、经济和文化运动以及政治背景有关 [19]。这些相关

性引导我们理解为什么物质形态在特定地区发生变化；反过

图 7  1965 年纽卡斯尔城市边缘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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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物质城市是一个可以被读取和解释的数据库，帮助我们

理解历史或者获取其他手段无法观察到的信息。因此，为了

使经验观察与其他因素和条件形成有效关联，形态学者认为

了解并掌握非形态要素必不可少。早期康泽恩、卡吉尼亚、

怀特汉德、穆东等学者从建成形态的角度解释了不同社会背

景的特征及其变迁。近年来，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关联分析的效率——GIS 平台为非物质因素的

数据提取和管理带来了便利，推动了关联性分析；近年涌现

的 Place Syntax、sDNA、UNA 等工具实现了人口、地价、政策、

环境、安全等社会属性与街道网络的关联分析 [32] ；网络大数

据（POI、Panoramio 等）和手机信令数据被广泛运用在人群

活动的量化分析上，为建立物质空间与行为规律的关联性解

析提供了基础 [33-34] ；机器学习、虚拟现实、生理传感器、眼

动追踪等技术的运用将人的感知进行了科学的量化描述，替

代了传统市民问卷和专家打分法 [35] ；物理环境的模拟与实测

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城市空间对声、光、气温、风等因素的

影响作用分析 [36]。城市形态学方法在每一阶段的发展和进化，

都将形态认知结果与非形态因素进行关联性解析，通过相互

解释和印证验证新方法的有效性，达到推动理论发展的目的。

3  城市形态设计的一般途径和特征

3.1  模式认知：价值导向
随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城市设计模式认知的关注重点也

发生着变化。传统城市设计关注街道、广场以及重要建筑之

间的空间与比例关系，例如西特对城市广场的解读 [37]，卡伦

通过图像拼贴描述城市案例 [38]。现代主义城市设计强调经

济性和效率，从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39] 和培根的费城 

规划 [40] 中不难看出，现代化路网、功能分区和城市天际线

是该类设计模式认知中的重点。而无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还是佩里的邻里单元 [41] 模型，都普遍关注绿化系统如何提

高居住品质，因此公园、林荫道、入户花园等在社区中的分

配成为绿色城市设计的认知重点；麦克哈格则在更大尺度上

探讨了建设斑块与自然格局之间的关系，其认知重点是城市

建设区的选址、城市边界的过渡、自然与人工绿化的连续 

（图 9）。系统化城市设计的模式认知不再依托具象的形式，

而是从形而上的维度出发，认知系统内要素的关系、系统之

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系统之间的层级关系等（图 10）。例如：

亚历山大开创性地运用计算机学中的“集合”概念描述城市

形态要素之间的包含关系，阐明了老城的半网络形结构与新

城的树形结构的本质区别 [42]，并在其著作《城市设计新理

论》（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中再次强调了整体与个

体之间的系统性关联 [43] ；王建国从多维系统认知城市，通过

数字技术对各个系统进行叠加进而全面认知城市，为未来判

断提供支撑 [28]。

图 8  佛罗伦萨某一地区的过程类型图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8]

C 完整并成熟期

B 巩固和生长期

A 自由生长期

图 9  不同城市设计范型的模式认知示例

绿色城市设计现代主义城市设计传统城市设计

图 10  系统城市设计中的模式认知

系统之间的层级关系系统之间的包含、相交、相离关系

系统内的要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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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式操作：重组与创新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人为的、对城市形态演进进行的专业

干预和实践活动，在现有模式基础上的重组与创新是一项

重要工作 [26]。培根将节点的“连接”作为塑造城市结构的

重要手段；卡伦通过图像的“剪辑”展开城市空间序列组

织；罗的巴黎城市拼贴图通过“图—底”关系表达了对城

市的理解与预期，两种肌理模式的“拼贴”形成了以往所

不具有的城市形态；佩里的邻里单元试图将传统模式与现

代模式进行重新“组装”，在效率与品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麦克哈格通过要素“层叠”的逻辑解读了华盛顿的规划是

如何融入自然环境中的。其实，无论是“拼贴”“剪辑”“组

装”还是“层叠”，都是一种由“形”到“形”的模式重组

过程（图 11）。
在数字技术主导的系统化城市设计中，模式的重组与

创新则是“形—量—形”的过程（图 12）。具体来说，机器

首先通过建成形态的大数据学习，快速准确地为设计对象找

寻到相似样本并赋予数值，进而导出形态 [44-45]。例如在笔者

参与的南京紫东核心区城市设计项目中，通过 ArcGIS 中对

各系统的决策数据进行了叠加计算，而后利用 CityEngine 软

件为计算结果赋予了相应的形态类型，及时形象地展示了

各系统权衡和综合判断结果。此外，GenerativeComponents、

SSSP、Cplan 和 Citymaker 等软件为形态分析、评价和设计

等不同环节的相互联动提供了技术支撑。除专门软件外，具

有开放性和可编辑性的编程平台在整合使用多种工具时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利用 grasshopper 整合空间句法、空间矩

阵等形态分析工具和 Ladybug & Honeybee、Envi-Met 等物理

环境分析工具，已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手段 [46]。

3.3  联系现实：建立实践操作方法
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从理论走向形态设计操

作是一条必然路径。早期的城市设计理论以推导出设计方法和

原则为目的。西特、芦原义信、卡伦和培根等学者开始从经验

操作的角度指出城市设计的关键手法；罗的理论更加思辨，提

出城市形态应该具有纪念性街道（有力的线性组织元素）、稳

定源（具有几何性的焦点，如重要的城市广场）、延绵不绝的

定式段落（重复使用的设计要素形成的稳定空间，如柱廊）、

壮丽的公共台地（可以俯瞰感受整个城市的空间）和混沌而

聚合的建筑群（位于几个城市领域的交叠处，边界模糊的巨构

建筑）五个拼贴元素；佩里的邻里单元模式对规模、边界、开

放空间、设施用地、商店和内部道路系统提出了与规划设计衔

接的原则，并发展出适用于郊区住宅、工业区和公寓住宅等地

区的模式类型；林奇提出如何在城市设计过程中使用道路、边

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城市意向五要素，以及通过何种技

巧使形态认知结果更加贴近人的实际感受。

形态设计意图的落实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撑和管控方法

的匹配。当前，城市设计已成为融入城市公共政策中“连续

决策的过程”[47]。为确保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成品质，城市设

计师参与土地开发、拆改补偿、消防等政策研究已成为必然

趋势，尤其是涉及站城一体化开发、历史街区再生等问题时。

另外，管控方法的研究是保证城市形态精确化落实的基础，

它通过形态规则与关键指标的控制来实现。其中，传统方法

包括容积率、建筑高度、贴现率、开敞度等指标；在智慧城

市兴起的今天，CIM 和“数字孪生城市”等概念将进一步保

证精细化管理，分析、设计、管理、展示和维护等环节也将

具有更强的可视性和操作性 [48]。

4  建立“认知—设计”联动的实践思维路径

4.1  强化城市设计主导作用的联动机制
在地理学、经济学、交通、城市设计、生态、市政等

图 12  “形—量—形”的模式创新流程
资料来源：唐芃供图图 11  城市设计模式创新的基本手段

层叠

组装剪辑

拼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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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参与的城市设计工作中，笔者认为有且只有城市设计

专业有能力在各系统价值的权衡与取舍中整合出综合性的成

果。如图 13 所示，“主线”城市设计专业除了需要利用城市

形态学方法展开“形态认知”，还要吸纳“支线”专业的“专

题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各方平衡和综合判断，并加

入创造性思维展开“形态设计”，为各专业的“专项规划或

设计”提出方向，最终汇成综合性成果。因此，需要在研究

和设计阶段建立互动机制，保证城市设计的主导作用及其与

“支线”专业的协作。

4.2  具有历时性的设计思维路径
为了强化城市设计专业的科学性和稳固性，笔者尝试

构建了“认知—设计”联动的过程思维图解（图 14）。一

般状态下，形态认知过程（由 a1、a2、b1 构成）包括从历

史文献和图纸中挖掘历史环境信息，通过形态学方法对每

个阶段进行模式提取（a1），将现状环境的模式提取作为历

史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终点（a2），通过对一系列模式类型

的对比揭示形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b1）几个主要阶

段。而形态设计的一般过程（由 a2、b2 和 c 构成）是将现

状模式的提取作为起始点，通过设计师的创造性工作发展

出未来模式（b2），最终指向理想的未来城市环境（c）。如

果将形态认知与形态设计的环节全过程打通，那么将形成

一个动态的过程机制，b1 过程中所发现的内在规律可以为

b2 的创造性思维提供更加理性和全面的依据，未来环境的

形成将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由此，在“历史—现在—

未来”的全时段视角下，设计研判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将 

大幅提升。

4.3  层级转换的思维路径
在中国现行的实践体系中，形态设计的落实需要经历总

体城市设计、地段城市设计、地块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等一

系列阶段，是一个由整体向局部逐级控制与落实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随着工作尺度不断缩小，观察形态的分辨率逐

步由抽象转向具体。相比之下，形态认知则是一个从局部向

图 13  多专业协同的城市设计工作框架

图 14  形态认知与设计的过程机制图解

c

b1 b2

a2a1

未来模式现状模式历史模式

未来环境现状环境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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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推演的过程，通过抽象概括复杂建成形态，捕捉形态形

成和演变的规律。可以说，形态认知与形态设计其实是相逆

的思维过程。

为更好地表述和理解形态认知与形态设计的关系，笔者

建立了一个全尺度的、互动的思维逻辑图解（图 15）。该图

解有两个坐标方向，垂直方向代表“整体”与“局部”的层

级关系，即基于城市形态学与城市设计的知识，不同层级的

要素都能达到相应的位置；水平方向代表形态认知与形态设

计两种工作范畴。可以看出，形态认知的思维逻辑呈现“自

下而上”的特征，而形态设计的思维逻辑则是“自上而下”

的。要实现形态认知与设计的思维的层级转换，需理解两点

重要原则：一是形态设计必须源于形态认知；二是思维活动

不仅限于同一层级之内。具体说来，面对某一层级的设计实

践时，应该从同一层级的形态认知工作开始，将认知上升到

更高层级，从而把握更整体的结构和趋势，进而从整体指导

该层级的形态设计。在图示中，呈现出一系列“倒 U 型”

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的项目中，设计任务往往具

有丰富的层次性，思维模式在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的层级中

反复转换将成为必然。

5  结语

城市设计的内涵和价值正朝向多元化发展，在这一过程

中，形态设计的“本体”地位往往因为“缺乏科学依据”而

式微 [49]。城市形态学作为一门专注于形态认知的实证性学科，

具有较为稳定的理论与技术框架，可以为形态设计提供极大

的支撑作用。吸纳城市形态学的相关知识，建立一个从形态

认知到设计的科学框架，可为未来多学科的交流与互动提供

稳定的基础。

如今，数字化工具提高了城市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工作效

率，但“黑箱式”的操作拉大了使用者与原理之间的距离，

许多量化分析工作因为没有被充分理解而无法得到推广。此

外，由于缺乏具体问题牵引，科研领域所研发的技术工具会

因为过于复杂抽象而难以被实践者理解与使用，甚至会因为

“过度量化”而沦为一种“数字游戏”。在规范、制度等现

实问题的制约下，实践领域往往会局限于惯性思维而缺乏对

模式认知与创新的深入思考，难以发展出具有前瞻性的技术

工具。以辩证的视角看待数字技术所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

两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健康发展。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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